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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自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以来，语境研究逐渐成为中国民俗学的主导性研究范式。

本文以三个社区的神话传统的田野研究为基础，对语境的效度与限度进行了细致考察，发

现语境在形塑神话文本、规定神话讲述场合、确立讲述人与听众的构成及其规模、决定神话

的功能和意义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语境对神话传统的影响具有一定限度：

神话的核心母题及其母题链的组合、类型和基本内容，往往呈现出强大的稳定性。就此而

言，语境视角未能深入触及口头艺术形式和内容的根本内核，因而具有局限性。对此，需要

倡导“综合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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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８０年代中期以来的近３０年时间里，随着中国民俗学内部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的广泛开

展，同时，受到表演理论、反思人类学、后现代史学（尤其是“被发明的传统”）等西方学术话语的影

响，中国民俗学的研究范式 出 现 了 一 些 重 要 转 变，涌 现 出 了 一 些 新 的 研 究 取 向———“语 境”（ｃｏｎ－
ｔｅｘｔ）逐渐成为民俗研究的关键词，尤其是自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以来，传统的文本分析方法（ｔｅｘｔｕａｌ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逐渐为语境分析法（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所取代，对当下各种语境中发生的民俗实践（ｆｏｌｋ－
ｌｏｒ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的考察和探究成为当代中国民俗研究的主导性研究范式。①

针对语境研究范式的盛行，本文力图进行进一步细致考辩：语境对于民俗的传承和变迁到底

有多大影响？语境研究对于民俗———尤其是具有特定语言艺术形式的口头艺术（ｖｅｒｂａｌ　ａｒｔ）———

的探索到底具有多大程度的有效性？文中的个案立足于作者近１０年间（２０００～２０１０）主持并指导

研究生共同完成的一个民族志项目“现代口承神话的传承与变异”②，以其中三个社区的神话传统

的田野研究为基础，对如上问题进行反思。其中有关河南淮阳的考察，由杨利慧和仝云丽分别完

成；对重庆市走马镇司鼓村的研究，由张霞完成；山西省洪洞县侯村的个案研究，由徐芳完成。该

项目的全部成果以《现代口承神话的传承与变迁———以四个汉民族社区的民族志研究为个案》为

题，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③



　　在开始正式的论述之前，有必要对文中涉及的两个核心概念———“语境”和“文本”进行界定。

作为交流民族志（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语 言 人 类 学、语 用 学 等 领 域 的 核 心 概 念 之 一，

“语境”一词的涵义和范畴历经变化和发展，不同学者对之的阐释往往有或多或少的差异。Ｃｈａｒｌｅｓ

Ｇｏｏｄｗｉｎ和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　Ｄｕｒａｎｔｉ所编 的 卓 有 影 响 的《语 境 的 再 思 考：作 为 互 动 现 象 的 语 言》（Ｒ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ｘｔ：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一书的“导论”中指出：“语境”问题的

提出意味着这样的典型认识：只有当考察者不孤立地局限于焦点事件（ｆｏｃａｌ　ｅｖｅｎｔ，即被语境化的

现象），而是超越该现象本身去考察根置于其中的其他现象（例如文化场景、言语情境、共享的背景

知识等）时，或者说，言谈（ｔａｌｋ）自身的特征需要借助于与其后继发的互动性组织相关的背景知识

来认识时，该焦点事件才可能被正确地理解、合理地阐释、或者做出相关的描述。所以，语境是一

个框架（ｆｒａｍｅ），它包围着被考察的事件，并为它的合理阐释提供参考。① 至于语境所牵涉的维度，

学者们的论述则往往见仁见智，不尽相同。② “文本”（ｔｅｘｔ）是指一段能够与围绕其四周的话语相分

离的话语，它具有内聚性、语义上的粘着性和客观性（例 如 能 够 被 称 呼、命 名 和 谈 论 等）。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ｉｌｖｅｒｓｔｅｉｎ和Ｇｒｅｇ　Ｕｒｂａｎ在《话语的自然史》（“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一文中指出：

文本的观念允许文化研究者把一段正在发生的社会行为（话语或者一些非话语的但仍然是符号性

的行为）从其无比丰富的和极度详细的语境中抽取出来，并为它划定边界，探讨它的结构和意义。③

上述阐释为本文的论述提供了基础。

文中所说的“神话”是人类口头艺术（ｓｐｏｋｅｎ　ａｒｔ）的诸文类之一，它通常具有这样一些特点：是

有关神祇、始祖、文化英雄或神圣动物及其活动的叙事（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通过叙述一个或者一系列有关

创造时刻（ｔｈｅ　ｍｏ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以及这一时刻之前的故事，神话解释着宇宙、人类（包括神祇与

特定族群）和文化的最初起源，以及现时世间秩序的最初奠定。④

本文所涉及的三个个案，主要来自中国华北和西南地区的三个汉族社区，即河南省淮阳县、重

庆市走马镇司鼓村，以及山西省洪洞县侯村。淮阳县位于河南省东部，相传大洪水后兄妹结婚、重

新繁衍了人类的 始 祖 太 昊 伏 羲 氏 曾 经 以 此 地 为 都 城。当 地 建 有 一 座“太 昊 陵”，俗 称“人 祖 庙”。

１９４９年以后，由于一系列政治和文化浪潮的冲击，该庙毁坏大半。１９７０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人

祖庙会逐步复兴，如今每年农历二月二至三月三期间的庙会，是中原地区最大的朝祖进香和商品

交易的盛会之一。司鼓村（化名）位于西南地区重庆市走马镇西北，人口８４４人（２００１）。侯村位于

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赵城镇东南，人口５３５０人（２００１）。村中建有一座女娲庙，供奉着神话中抟土

做人的人类始祖女娲。该庙在宋、元、明、清时代曾享受皇家祭祀。１９４０年代的国内战争，使这里

曾经十分兴旺的庙会逐渐衰落，至“文革”时完全中断。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侯村人重新修复了女娲庙，

２０００年农历三月初十举行了新的庙会。

二、语境的效度：语境对神话传统的影响

本项目通过对神话传统在以上三个社区中的传承和变迁状况的民族志研究，发现语境的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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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传统的某些方面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具体说来，这些方面包括：

１．语境影响着神话文本的构成与变化

笔者在对淮阳的研究中分析了１９９３年发生的一个案例。当时笔者与三位河南大学“中原神话

调查组”的老师一道，正对人祖庙会上的神话讲述活动进行考察。一位正在卖小吃的农民王东莲

（女，５８岁）应我们的要求，讲述了一个当地常见 的 兄 妹 婚 神 话。讲 述 过 程 中，许 多 香 客 围 上 来 旁

听，不断有人对她的讲 述 技 巧 和 对 神 话 内 容 的 把 握 表 示 质 疑；当 我 们 问 她 问 题 时，不 少 人 帮 着 回

答，从而构成了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协商性的交流活动，这影响了她的表演叙事策略和最终的文

本形成。以下是她讲述的文本（限于篇幅，有删节）：

王东莲（以下简称王）：天塌地陷的时候，就没有人烟儿了，就 有 个 龟。有 两 个 学 生，

一天拿一个馍，叫龟吃。他是姊妹俩。到天塌地陷了，龟驮住他姊妹俩，一天吐出来一个

馍，叫他吃。

这过了几年啦……他俩个就从龟肚里出来了。这个天———东北角人家说没有长严，

女娲啊，掌冰凌插住了，所以东北冷。

听众二（老太太，８２岁）：刮东北风冷，不刮东北风也不冷。

听众三（老太太）：刮东北风———

听众四（老太太）：你别吭气儿啊，他在录像、录音哩。

听众三：怎么不让吭气儿呢？

听众二：他在录音哩。

王：（对听众二）你老人家来讲吧？中不中？

听众四：她讲的比你讲的详细。

王：那可能。

杨利慧（以下简称杨）：（提醒地）女娲———

王：哎———这个———一刮东北风就冷，不刮东北风为啥冷哎，对不对？

杨：女娲就是那两个学生中间的一个？

王：哎———对了。

众听众：他是姊妹俩。

杨：就是人祖爷和人祖奶奶吗？

王：哎，是人祖姑娘，不能说“人祖奶奶”，人祖爷就没有结亲。

听众二：根本都没有结亲。

学者吴效群（以下简称吴）：那没有结亲怎么会有的人呢？

王：他姊妹俩上到一座山上，这没有啥了，怎么办呢？山 上 有 一 盘 磨，这 个 山 底 下 咧

插几根草……

听众五（中年男子）：插草为香。

王：对，插草为香。他这个意思是，一盘磨往 底 下 推，合 住 就 结 亲；一 盘 磨 要 是 散 了，

往两边分了的话，咱姊妹俩就还是姊妹俩。那推下去哪有不散的时候？那它就没有散。

听众二：哎，就是散啦，他才没有成两口子哩。

王：散啦？没有散。就是一盘磨推下去了，它没有散。

杨：您先说完，一会我们再找这位老奶奶录一录。她那里还有说法。

王：因为啥咧？山下面有棵树，（磨被）挡在树上了，就是这样它没有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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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三：天塌地陷的时候，谁知道那时候！

杨：没有散以后又怎么样呢？就成亲啦？

王：哎，就成亲了。他说：“咱俩捏泥人儿。”一捏泥人儿，就整天晒。天下雨了，扫的，

腿捣掉的，扫掉的。这个人，你洗得再干净，你紧搓，它有泥，有灰。对不对？

这一个讲述过程是由讲述者、研究者和其他听众共同互动协商而构成的，最终形成了一个“特

定”的神话文本。在研究者的要求下王东莲开始讲述兄妹婚神话，但在故事进行到一半时，几个年

龄更大、甚至更会讲的听众对她讲的“女娲用冰补了天，所以一刮东北风就冷”的释源性解释表示

不赞同，打断了她讲述的思路，话题被岔开去，她的故事讲述似乎就到此为止了。后来是在研究者

有意识的追问下，她才完成了另一半重要情节的讲述，即兄妹始祖滚磨成亲。当听众二再一次对

她讲的“磨没有散，因而兄妹成亲”的传统说法（此类型神话的常见情节即是如此）表示反对时，她

除了更频繁地“求助于传统”（“过去人家说”，“那我也是听故事听人家讲的”）外，还特意在叙述中

增加了一个解释，以加强自己叙事的合理性：磨被山下的一棵树挡住了，所以没有散开。这一解释

显然是因为听众的质疑而被临时添加到故事中去的，是想从实际生活知识中寻求帮助，以使自己

的讲述能够合情合理地进行下去。文本中出现的“插草为香”等细节，也是由听众补充而添加到故

事中去的。总之，在这个特定的表演事件中，讲述者、听众和研究者带着不同的知识和能力，一同

参与到讲述过程中来，并积极互动和协商，不仅共同塑造了“这一个”神话传承和变异的时刻，也最

终一同重新构建了一个特定的、新的神话文本。可见，口承神话文本并不是一个完全僵化的形式

体系（ｆｏｒｍ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它形成于讲述人把自己掌握的有关传统文化知识在具体交流实践中加以讲

述和表演的过 程 中，而 这 一 过 程 往 往 受 到 诸 多 复 杂 因 素 的 影 响，因 而 塑 造 了 各 具 特 点 的 神 话

文本。①

张霞在司鼓村的个案中，重点研究了一位当地著名的故事讲述家魏大爷（１９３０－２００９）。在比

较了魏大爷１３年（１９８８－２００２）中讲述的５则大禹治理洪水神话的异文之后，她发现魏大爷对表演

情境有着高度的敏感性，他可以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听众、环境等对故事进行语言、内容、结构

甚至主题上的改动，而每一次讲述都使原有的母题发生一些变化，并导致了大量异文的产生。②

２．语境影响着神话的讲述场合

我们的项目发现：中国的政治环境和国家意识形态对于神话传统的传承具有重要影响，尤其

直接影响着神话的讲述场合，包括是否具有讲述场合，以及具有什么样的讲述场合。比如在司鼓

村，魏大爷在“文革”十年（１９６６－１９７６）中几乎没有讲过一次故事、唱过一次山歌，因为当时的极左

意识形态视旧传统为封建迷信，讲述神话有可能招来批斗甚至更严厉的处罚。但是１９８０年以后，

随着国家的开放，意识形态对民间传统的钳制逐渐放松。１９８３年，由中国文化部批准，中国民间文

艺家协会开始酝酿在全国进行“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普查和搜集工作（该工程于１９８４年正式

启动，２００４年初步完成）。当时走马镇的一位干事受命采录民间文学作品，找到了魏大爷。魏一开

始有顾虑，不肯讲。这位干事多次向魏大爷宣传“三套集成”的目的和意义，甚至动员自己的母亲

先讲故事，然后把她的录音放给魏大爷听。魏大爷被打动了，记忆中的故事不断被回想起来，尘封

多年的神话传统在老人的口头讲述中重新绽放出生机。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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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过程的更详细分析，可参见杨利慧：《民间叙事的表演———以兄妹婚神话的口头表演为例，兼谈中国民间叙事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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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云丽在淮阳的研究中发现：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间，淮阳的人祖信仰以及相关的神话讲述活动，同

样被贴上了“迷信”和“封、资、修”的标签，逐步从社区公开的集体活动场合销声匿迹。然而，政治

强权并未摧毁当地根深蒂固的人祖信仰：没有了香火会的组织，信众们就把公开的集体烧香敬祖

活动分解为私下场合里隐秘的敬拜活动。讲述神话的传统也未被完全禁锢：人们依旧以口耳相传

的方式讲述着人祖的功德，只是讲述场合变得隐蔽化，主要在家庭或家族、亲朋邻里等私密场合中

传承。１９８０年代以后，人祖信仰和神话终于摆脱了政治的强大干涉，甚至逐渐被视为民族文化的

重要根基，获得了更为广阔的传承空间，不仅重新作为民间传统出现在日常生活中，而且成为整个

社区共享的公共文化财富。①

除政治的影响外，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的变迁也对神话的讲述场合造成了影响。徐芳发现：侯

村的故事（包括神话）讲述场合在近３０年间出现了极大的萎缩，而造成其衰微的因素主要有这样几

个方面：一是“经济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对村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如今村民们关心的首先是经济利

益，而多种经营的生产 模 式 也 使 人 们 没 有 了 统 一 的 作 息 时 间，于 是，村 民 们 既 没 有 多 少 兴 趣 讲 故

事，也很少有闲暇聚在一起。此外，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对神话传统的传承也有一定影响。侯村

如今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儿童和青年人都不愿再听老人讲故事了，正如讲述人申继亮说的，电视

里播放的是“有声有色”的故事，“咱讲的不如电视讲得好”。②

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语境都从不同方面影响着神话的讲述场合，其中国家政策和

意识形态的干预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３．语境影响着讲述者与听众的构成与规模。

据仝云丽对淮阳的调查，文革时期，家中的长辈和村里的长者构成了神话讲述人的主流。长

辈们在家中讲述神话既安全，又增添了家人茶余饭后的乐趣。一些虔诚的老人也会偷偷向村里的

年轻人传播自己所知道的神话。当时在很多村里都曾出现过一个以“老师傅”为中心的小社交圈

子，她们在这个小圈子里秘密地教唱经歌，也传播神话。很多这样的老人后来成为１９８０年代复兴

地方民间信仰的核心人物。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积极的神话传承者（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ｂｅａｒｅｒｓ　ｏｆ　ｍｙｔｈ　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因为政治的原因，变为了消极传承者（ｐａｓｓｉｖｅ　ｂｅａｒｅｒｓ　ｏｆ　ｍｙｔｈ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③，神话讲述活动减

少甚至完全从其个人生活中消失。比如李安（化名）是一位优秀讲述人，由于他１９４９年以前做过地

方小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到了处罚。在这段时间里，他的个人生活完全被政治运动所充

斥，他虽然有讲述神话的能力，却没有讲述的兴趣和条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④

１２语境的效度与限度———对三个社区的神话传统研究的总结与反思

①

②

③

④

仝云丽：《神话、庙会与社会的变迁（１９３０－２００５）———河南淮阳人 祖 神 话 与 庙 会 的 个 案》，见 杨 利 慧 等：《现 代 口 承 神 话 的 传

承与变迁———以四个汉民族社区的民族志研究为个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９５－２９６页。

徐芳：《民间传统的当代重建—山西洪洞县侯村女娲神话及其信仰的个案》，见杨利慧等：《现代口承神话的传承与变迁———

以四个汉民族社区的民族志研究为个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９２－１９３页。

人们对神话传统知识的把握并非是均等的。相对而言，社区 中 对 地 方 掌 故、区 域 历 史 以 及 民 间 传 统 怀 有 兴 趣 的 老 人、民 间

精英以及虔诚地信仰相关神灵的香会会首或者一般信众，所具有的神话知识通常更加丰富，能讲述的神 话 往 往 更 多，也 更 愿 意 主 动

讲述。他们的知识和讲述才能也常常得到社区内部成员的肯定，成 为 当 地 知 名 的“讲 述 能 手”或“故 事 篓 子”。这 一 类 人，我 称 之 为

“神话传统的积极承载者”。除这类人外，另有一些这样的讲述者：他们也知晓一定的神话故事，但是 相 对 而 言，其 神 话 知 识 较 少，往

往只能叙述故事的核心母题，而无法完整、生动地讲述完整的神话，而且在生活中一般并不主动讲述这些神话知识，我称这类讲述人

为“神话传统的消极承载者”。当然，在一些情况下，消极承载者与积极承载者之间也可能互相转换。这一认识直接受到了冯·塞多

（Ｃａｒｌ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ｖｏｎ　Ｓｙｄｏｗ）的启发，参见Ｃａｒｌ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ｖｏｎ　Ｓｙｄｏｗ，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Ｒｏｓｅｎｋｉｌｄｅ　ａｎｄ　Ｂａ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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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Ｄｅｎｖｅｒ　ａｎｄ　Ｏｘｆｏｒｄ：ＡＢＣ－ＣＬＩＯ，２００５，ｐｐ．６１．

仝云丽：《神话、庙会与社会的变迁（１９３０－２００５）———河南淮阳人 祖 神 话 与 庙 会 的 个 案》，见 杨 利 慧 等：《现 代 口 承 神 话 的 传

承与变迁———以四个汉民族社区的民族志研究为个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８９－２９１页。



徐芳发现：１９９０年代侯村女娲庙重修之前，当地的女娲信仰已大为淡化，女娲神话也没有人讲

了，当然也没有听众。而女娲庙修复事件促使一些原本不大了解神话传统的人成为了积极的神话

讲述者，并“创造”出了神话传统的听众。比如申继亮因为自己是修复工程的负责人，有责任知道

女娲的故事，所以经常翻看书籍、走访长者，掌握了许多关于女娲的神话故事，并在讲述过程中糅

合进自己的理解和创造。庙宇修复之后，侯村重新成为邻近地区信仰的中心，前来赶庙会的人，不

仅有本村的村民，还有附近县乡的信众。人们在祈福、求子、听戏、看热闹的同时，也借机聆听女娲

神话，交流女娲信仰的经验。听众的存在，使侯村的女娲神话从无人讲、无人听的“消极存在”变成

了有人积极讲、有人热心听的“积极存在”。①

４．语境影响着神话的功能与意义。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在不同的语境中，神话的功能和意义也不断发生变化。淮阳的个

案表明：１９３０年代，国家意识形态对地方民 间 信 仰 和 神 话 的 控 制 相 对 松 弛，民 间 信 仰 和 神 话 处 于

“放任自流”的状态。以散文体的故事和韵文体的经歌文体形式传播的人祖创世神话以及人祖惩

恶扬善的灵验传说，不仅表达着人祖信仰，也是民间社会进行历史和道德教育、规范地方社会秩序

的重要途径。１９４９年以后，与民间信仰相纠结的神话受到意识形态的钳制，原有的功能和意义逐

渐减弱，文革时期尤其萎缩。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人祖信仰的复兴，相关的神话和传说重新

成为表达人祖信仰、凝聚和教育地方社会的重要资源，②同时，与以往相比，神话还增添了一些新的

功能和意义，例如在地方政府和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下，人祖神话和信仰被塑造成地方悠久历史

的佐证，成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吸引旅游市场和商业投资的重要文化资本。徐芳在侯村的个案

中同样发现：女娲神话成为了当地政府和民间精英复兴庙会、发展旅游产业的重要依凭。③ 显然，

神话的当下传承常常打上了深深的“市场经济”的烙印，尤其是在一些地方政府和民间精英那里，

神话的政治性与其文化经济特性裹挟一道，成为表达各种“宣称”、获取各种资本的重要资源和修

辞手段。

上述种种情形说明：在一定程度上，神话确可被视为“不断变动着的现实民俗”④，它们与人们

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并且经常由人们根据当下的情境、需要而被重新建构，处于不断变迁的动态

过程之中。因此，神话传统的确在诸多方面受到语境的形塑。

三、语境的限度

但是，上述情形只是神话传承与变迁图景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语境对神话传

统的影响并非毫无限度，尤其就文本的基本形式结构和核心内容而言，语境的影响显然十分有限。

笔者在淮阳的研究中发现：尽管兄妹婚神话在每一次讲述中粘合的母题以及描述的细节都有

大大小小的差异，但是核心母题和母题链的组合、类型和基本情节却维持着强大的稳定性。比如，

郑合成等在《陈州太昊陵庙会概况》里记录了一则１９３０年代在淮阳地区流传极广的兄妹婚神话（限

于篇幅，有删节）：

太古时代，天塌地陷，世界上的人类都死完了，只有伏羲和他的妹妹还活着。不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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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过了几多年代，天和地才分开。后来妹妹大了，就和哥哥商议，要兄妹结为夫妇。可是

伏羲觉得兄妹不应该结婚，不过又没有别的男子，万般无奈，才允许了她，但要看 神 意 是

否答应。方法是用两个磨扇，从山上向下滚，如果滚到下面，两扇磨合在 一 块 儿，便 算 神

答应；若两扇磨不能相合，就是神不答应。二人便各自山巅执磨扇一方，向山下推滚。天

上的月宫认为世界上不能无人，便暗暗助了一力：两块磨扇，滚到山根，拢 在 一 起 了。兄

妹从此结为夫妇。

二人闷得无聊，便去抟泥做人。忽然一天雷电交加，二人恐怕将泥人淋坏，即急急地

向室内搬，把泥人的手足眼鼻，碰坏了不少。现今世界上的人类，便是他 俩 捏 成 的 泥 人；

每天能捏成多少，即降生多少孩童。残废不完的人，便是扫时碰坏了的。①

在上一节中，笔者曾展示了自己１９９３年在人祖庙会上采录到的同一类型文本。２００５年，仝云

丽在庙会期间也记录了李安讲述的同一类型神话（有删节）：

有两个学生是姊妹俩。他俩上学吃剩下的馍就喂给一个龟。那 个 龟 有 一 天 说：“马

上就该混沌了，天塌地陷。”这一天，这个龟拦住路不叫他走，说：“已经到天塌地陷的时候

了。恁先藏我肚子里。过去这一阵子恁再出来。”他姊妹俩当时就钻它肚子里了。

过了一阵子，那龟张开嘴叫他俩出来。乌龟说：“恁可以慢慢 儿 生 产 人，两 个 人 搁 山

上滚磨，这圆石头滚到一块儿，恁俩个就可以结婚。”

他哥说：“那不中！咱是亲姊妹们！”

妹妹说：“世界上不就咱俩么？”

后来他们把两个石头一滚，结果合到一块儿了。

他俩就结婚了。婚后他们生小孩儿。伏羲 说：“这 太 慢 了。”他 俩 就 捏 泥 人 儿。天 下

雨嘞，赶紧往屋里收吧，两个人赶紧搬，把泥人碰烂嘞，所以现在瞎子瘸子都有。

三个文本的记录时间前后跨越了７０多年。仔细比较三个文本，会发现很多细节和母题上的差

异。例如１９３４年的异文中没有出现“乌龟预告洪水的来临”（杨利慧 张成福 Ｎｏ．９２１）②、“躲在乌

龟肚子里从洪水中逃生”（Ｎｏ　９８４）、“乌龟做媒”等母题，但是添加了“月宫做媒”这一比较晚起的母

题，结尾还有对“他俩每天能捏成多少泥人，世间便降生多少孩童”的溯源性解释。１９９３年的异文

中添加了用冰补天 的 母 题（Ｎｏ．１０８２．６），并 对 为 何 刮 东 北 风 就 冷 的 自 然 现 象 进 行 了 释 源 性 解 释

（Ｎｏ．５７４．１），故事中还对两扇石磨为什么能够相合增加了细节上的解释。而在２００５年的异文中，

出现了中国兄妹婚神话中常见的乌龟形象，相应地添加了“乌龟预告洪水的来临”、“躲在乌龟肚子

里从洪水中逃生”、“乌龟做媒”等一系列母题。这些差异有些与故事的讲述语境的确有着密切的

关系（例如１９９３年的异文中即时添加的对两扇石磨为何没有散开的解释），不过，这些有差异的母

题和细节，往往属于“附属性的装饰”，它们的存在，会使故事叙事更加丰满曲折，富于个性，但是通

常并不影响叙事内容的完整性，在这一类型神话的形式结构中无关宏旨。更为重要的是，３个异文

中的核心母题和核心母题链的组合、类型和基本内容，都呈现出强大的稳定性。３个异文中均出现

了如下母题：

１．天塌地陷，宇宙毁灭。（Ｎｏ．１０３２）

２．始祖兄妹从灾难中逃生。（Ｎｏ．１０５１）

３．用滚磨的方式占卜婚姻。（Ｎｏ．１５３．１）

３２语境的效度与限度———对三个社区的神话传统研究的总结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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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合成编：《陈州太昊陵庙会概况》，河南省立杞县教育实验区印行，１９３４年，第１７－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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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始祖兄妹结婚。（Ｎｏ．１５２）

５．用抟制泥人的方式重新传衍了人类。（Ｎｏ．１０５１）

６．雨中损坏的泥人成为残疾人的由来（Ｎｏ．１２３９．１）。

这６个核心母题稳定不变，母题链的组合顺序也稳定不变，构成了该神话最主要的形式结构和

基本内容，神话类型也没有改变———无论这７０年里神话传统生存的社会、文化和个人的语境有多

少变化，讲述人和听众有多么不同。这情形正如一句中国谚语所描绘的那样：“万变不离其宗”。

也许有人认为：这种稳定性与“神话”这一文类（ｇｅｎｒｅ）有关。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在口头艺术诸

文类中，神话通常被认为具有神圣性，因而更具稳定性。① 但是，不少学者在其他文类的研究中也有类

似的发现。例如安德明在梳理中国古代谚语史时发现：尽管谚语的使用有着多种多样的语境，但是许

多谚语在千百年的历史传承中，其形式结构、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段均呈现出较大的稳定性。② 芬兰民

俗学家安娜·丽娜·斯卡拉（Ａｎｎａ－Ｌｅｅｎａ　Ｓｉｉｋａｌａ）在 其 著 作《口 头 叙 事 的 阐 释》（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Ｏｒ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Ｏｒ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中，也比较了同一讲述者对同一故事的不同讲述文本以及不同

讲述者对同一故事的不同讲述文本，她发现：尽管叙事内容会受到语境的影响，但是对于情节至关重

要（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ｐｌｏｔ）的那些内容原料（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却并没有随着年代而发生变化，而是一

再重复出现（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③ 事实上，早在１９７０年代，美国民俗学家史蒂文·琼斯（Ｓｔｅｖｅｎ　Ｊｏｎｅｓ）就曾

旗帜鲜明地断言：“民俗事象的社会语境也许会变化，但是文本自身保持不变。换句话说，某一特定的

民俗事象（例如一则谚语，一个笑话，或者一个故事）会出现在许多不同的情境中。”④这一论断虽然因

缺乏对文本变化的细致分析而不免有些偏激，但并非全无道理。

四、讨论与结论

“语境”视角的提出对民俗学学科具有巨大意义，直接促成了１９６０年代末以后世界民俗学研究

范式的转移：

由于“景境（ｃｏｎｔｅｘｔ）”被纳入民俗学研究的视野，文本为重（ｔｅｘｔ－ｂａｓｅｄ）的搜集阐释

及相应的历史－地理学派、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等的研究方法被当今民俗学界在不同程

度上加以反思。民俗学的核心不再被认为是搜集整理来的定格资料。相反，它的意义和

生机在于民众日常生活中如何不断地创造，表演（ｐｅｒｆｏｒｍ）和接受它。这种流动性的、联

系性的视角不仅使研究者注意在民俗学自身的“生长”环境中去观察民俗学的运用，从而

更深地理解民俗学在民众生活及社会文化形成发展中的意义，而且它还促使了对学科的

一些基 本 概 念 进 行 再 定 义 和 再 理 解，比 如“真 实 性（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传 统（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等等。⑤

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民俗学出现了同样的范式转移：从研究抽象的文本转变为研究“语境

中的民俗”，学者们纷纷“强调田野调查，强调在田野中观察民俗生活、民俗表演的情境、民俗表演

的人际互动、民俗表演与社会生活、社会关系、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关联等等，呈现出民族志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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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雷蒙德·弗思：《神话的可塑性：来自提科皮亚人的个案》，阿兰·邓迪斯编：《西方神话学读本》，朝戈金等译，广西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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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明：《中国民间文学史·谚语卷》，课题结项报告未刊稿，２０１１年，第９、１３４页。

Ａｎｎａ－Ｌｅｅｎａ　Ｓｉｉｋａｌａ．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Ｏｒ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Ｈｅｌｓｉｎｋｉ：Ｆ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Ｎｏ．２４５，１９９０，ｐｐ．８１－８２．
Ｓｔｅｖｅｎ　Ｊｏｎｅｓ．“Ｓｌｏｕｃｈ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ｈｅ　Ｔｅｘｔ／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Ｗｅｓｔｅｒｎ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Ｖｏｌ．３８，Ｎｏ．１

（Ｊａｎ．，１９７９），ｐｐ．４５．
李靖：《美国民俗学研究的另一重镇———宾夕法尼亚大学民俗学文化志研究中心》，《民俗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整体研究取向。”①

语境视角为中国民俗研究带来了新的洞察力。就神话研究而言，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以古

典文献中记录的神话 文 本 为 中 心 的 研 究 方 法 受 到 了 反 思，学 者 们 开 始 关 注 以 往 被 忽 略 的 其 他 维

度，例如文本在日常生活的特定语境中生成过程的流动性与复杂性、神话的当代性、讲述人和听众

的主体性，以及神话与特定社区和族群连带关系的特殊性等。② 本文通过检视三个社区的神话传

统，发现语境在形塑神话文本、规定神话讲述场合、确立讲述人与听众的构成及其规模、构建神话

的功能和意义等方面均具有重要作用，其中国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重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

革，都深刻地影响着神话传统的讲述和传承方式、规模与呈现形态。

但是另一方面，本文发现：语境对神话传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限度：兄妹婚神话的核心母题及其

母题链的组合、类型和基本内容，都呈现出强大的稳定性，并不随翻天覆地的语境变化而发生巨大变

化。或者，更确切地说，文本及其文本化实践有着多重指向，其形式、内容、功能和意义均具有多重性，

其中一部分会随着语境的不同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而另一些部分则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它们形成了

口头艺术可以辨识、命名和谈论的那些文类特征，也构成了民俗研究的资料库（ｓｏｕｒｃｅ）和个体民间艺

术家（比如故事篓子、笑话大王、民歌能手、史诗艺人等）的语料库（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的核心内容。就此而言，

语境研究的视角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目前中国民俗学界盛行的追求语境的描写、弱化文本的分析、

甚至完全流于语境描述而忽视文本细读的做法，无疑存在着盲目性和片面性。

近四十年前，美国民俗学家丹·本―阿默斯（Ｄａｎ　Ｂｅｎ－Ａｍｏｓ）在一篇倡导同人“在语境中界

定民间文学”的著名文章中，已敏锐地指出：民间文学形式既是超有机体的———它们一旦被创造出

来，便不再依赖于其本土的（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环境和文化语境而继续生存；同时也是有机体的———它们

还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语境、文化态度、修辞场景、个人能力等等，都会造成口语性的、音

乐性的以及雕塑性的作品在最终结构、文本以及文本肌理（ｔｅｘｔｕｒｅ）上的不同。③ 这一看法无疑富

有见地，对我们今天的口头艺术研究依然深富启示作用。对于语境的限度和语境研究法的局限，

中国民俗学者并非没有自觉。２１世纪初，神话学者 陈 建 宪 就 曾 明 确 倡 导 中 国 民 间 文 艺 研 究 应 该

“回归文本”，他认为：语境会时过境迁，而神话文本却始终存在并且内容相对稳定，因此，片面强调

对语境进行田野研究，只是在对神话进行“外部研究”，不仅无助于神话学的本体研究，而且会因为

研究对象与目的泛化而导致民间文艺学学科特性的消解。这一主张曾引起了青年学者们对于文

本与语境关系的激烈论争。④ ２００４年，笔者曾在一篇向中国同行介绍美国民俗学表演理论的论文

的结尾，反思过同样的问题。⑤ 刘晓春在《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

转换》一文的结尾，向自己、也向国内同行提出了类似的疑问：当我们执着于多样的民俗个案研究，

是否意味着我们对于民俗事象的整体解释能力正在弱化？是否意味着告别以民俗事象为中心的

研究范式？以民俗事象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真的不具有学术阐释的力量了吗？⑥ 不过，总体说来，上

５２语境的效度与限度———对三个社区的神话传统研究的总结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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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春：《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民俗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２期；杨 利 慧：《语 境、过 程、

表演者与朝向当下的民俗学———表演理论与中国民俗学的当代转型》，《民俗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例如杨利慧等：《现代口承神话的传承与变迁———以四个汉民族社区的民族志研究为个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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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ｅｄｅｓ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ａｕｍａｎ．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Ｔｒｉｃｋｓｔｅｒ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１９７２］，ｐｐ．４．该文的中文译文可参考张举文：《在承启关系中探

求民俗的定义》，《民俗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４期。

陈建宪：《走向田野 回归文本———中国神话学理论建设反思之一》，《民 俗 研 究》２００３年 第４期；《略 论 民 间 文 学 研 究 中 的 几

个关系———‘走向田野，回归文本’再思考》，《民族文学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杨利慧：《表演理论与民间叙事研究》，《民俗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刘晓春：《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民俗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述反省的声音比较微弱，未能引起中国民俗学界足够的关注和进一步的深入讨论。

那么，如何真正将文本自身的研究与对语境的研究结合起来？如何在文本与语境的动态互动

过程中揭示文本独具的、内在的形式和意义？从现有的研究状况看，这些问题并未得到有效的解

决———即使是丹·本―阿默斯本人，在那篇文章中注重的依然是“在语境中界定民间文学”；而以

表演理论为代表的当代民俗学研究在批评以往的传承理论、转而注重文本与语境的互动关系时，

也似乎过于关注文本的变异性，而多少忽视了文本的稳定性。① 那么，有可能将文本内在的阐释与

对语境的研究真正结合起来吗？或者，如何在文本与语境的动态互动过程中揭示文本独具的、内

在的形式和意义？这些 问 题 显 然 有 待 民 俗 学 者 的 进 一 步 探 索。也 许，在 语 境 研 究 范 式 盛 行 的 今

天，我们有必要重新思索２００多年来民间文学研究领域一个反复被探寻的问题：为什么一些口头艺

术文本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边界而代代相传、不断重复？②

当然，没有一种理论视角是万能的，语境视角也是如此。对此，倡导多种视角和方法的结合很

有必要。笔者曾针对 语 境 以 及 表 演 视 角 的 长 处 与 局 限，提 出 了 一 种“综 合 研 究 法”（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实践。具体地说，它主张把文本的研究与语境的研究结合起来；把中

国学者注重历史研究的长处和表演理论注重具体表演时刻（ｔｈｅ　ｖｅｒｙ　ｍｏｍｅｎｔ）的视角结合起来；把

历史－地理比较研究与某一特定区域的民族志研究结合起来；把对集体传承的研究与对个人创造

力的研究结合起来。③ 这一方法仍然处在探索阶段，还有待更多实践的检验和发展，尤其是如何把

语境的视角与文本中那相对稳定的内核的探究相结合，尚有待未来更深入的思考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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